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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

张川川　魏　旭　黄　炜＊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指出养老保险会通过收入效应、健康
效应和风险效应三个渠道影响个体的医疗保险参与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实
证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个体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新农保的实施导致养老金领取人口和参保缴费人
口参加新农合的概率分别降低了１５．４％和１０．８％。本文的结论表明，对社会保
障政策效果的评估需要考虑不同项目间的相互作用，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各项目间的挤出。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挤出效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３．０３

一、引　　言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 “调节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推进器”。针对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我国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９年相继建立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农合）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保）并开展试点。截
至２０１２年年底，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社会养老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在缩小
城乡差距和保障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均以提高政策实施对象的福利水平为目标，从实际政

策效果来看，也均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无论从政
策目标还是实际效果来看，两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彼此之间可能存在挤出。
例如，如果社会养老保险能够通过提高收入显著改善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被保险人对
医疗保险的需求可能会下降。由于新农保和新农合都遵循自愿参与原则，适保对象可以
非常灵活地选择是否参加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项目间的挤出更容易发生。
理解和检验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理论

层面，针对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家庭部门在面临
政策干预时的最优化决策行为的理解，丰富公共经济学理论。在政策层面，社会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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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设涉及一揽子项目，理解各项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能够帮助
我们认识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所实现的保障效果可能会因为各项目之间存在挤出而低
于最初所预期的总体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政府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实施方
案和建立制度上更为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减少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激励扭曲。
例如，社会养老保险如果显著挤出医疗保险，政府在设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时，需要通
过降低参保缴费上的灵活性以避免出现过度退保的现象。
本文旨在以新农保和新农合为例，考察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医疗保险参

与决策。尽管针对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并且研究内容涉及制度设计、政
策影响和参保决策等许多方面，但是尚未有研究注意到这两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１本
文首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养老保险可能会挤出医疗保险，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进行了
经验验证。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和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利用新农保分批次逐步推开的政策特点，
使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模型检验了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新
农保试点导致６０岁及以上的养老金领取人口和６０岁以下的参保缴费人口参加新农合的
概率分别降低了１５．４％和１０．８％。上述经验事实同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对于养老
金领取人口，新农保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 （收入效应）提高了参保人对医疗保险的需
求，但是养老金收入改善了其健康状况 （健康效应）、提高了参保者抵御风险冲击的能
力，导致医疗保险需求下降；对于缴费人口，由于他们不仅没有养老金收入，还需要缴
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意味着他们会减少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尽管缴费
在理论上也会通过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起到增加医疗保险需求的作用，但是对于相对年
轻、健康状况更好的参保缴费人口而言，参保缴费所产生的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相对更
小。我们在数据条件和研究方法允许的条件下，从经验上检验了健康效应，发现新农保
显著改善了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健康状况，但是对６０岁以下人口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
响。这些实证发现与理论推断是完全一致的，也与论文所得到的新农保显著挤出了新农
合的实证发现是一致的。为了检验实证结论的有效性，我们使用城镇户籍人口样本进行
了安慰剂检验，并且使用 《中国县 （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ＤＩＤ识别策略
所隐含的 “共同趋势”假定，检验结果均表明结论是可靠的。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新农合和新农保试点的开展情

况，并回顾针对这两项社会保障项目所开展的研究；第三部分从理论上阐述新农保挤出
医疗保险的机制；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五部分介绍实证方法和模型设定；第六部
分报告实证分析结果；第七部分总结。

二、研 究 背 景

（一）政策背景

２００３年，新农合试点在全国３００多个县启动，２００５年试点县增加到了６７８个，２００６

１ 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关注社会医疗保险对私人医疗保险和非正式保险的挤出效应，例如，Ｃｕ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ｕｂｅｒ（１９９６）、
Ｇｒ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２００８）、Ｋｏｃｈ （２０１３）、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５）、Ｚｈａｏ （２０１７）等考察了公共医疗保险对私人医疗保险
的挤出；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ｔｒｕｐａｔ　ａｎｄ　Ｋｌｏｈｎ （２０１８）等考察了正式医疗保险对非正式保险的挤
出效应。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均是同类型保险之间的关系，而非不同类型社会医疗保险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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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２００７年试点县进一步大幅增加，到２００８年新农合已经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人
口。在制度设计上，新农合采取了自愿参与原则，使其区别于大多数的同类型社会医疗
保险。２各国用于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社会医疗保险项目，通常都要求强制参加，以避免
逆向选择问题。作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
参保缴费方面采取的也是强制参与的原则。在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上，政府主要通过维持
较低的缴费标准和提供财政补助的方式对农民参合提供激励。尽管新农合从一开始就采
取了政府补助为主的筹资方式，且个人缴费标准在早期仅为１０元，新农合仍然没有实
现１００％的参合率。２００４年，新农合试点地区的参合率只有７５．２％。不过随着项目的推
进，参合率逐年上升，２００８年，新农合试点地区的参合率已经上升到了９１．５％。３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新农合较高的参合率是在缴费标准仍然相对较低，同时财政补助标准较高
的情况下实现的。近年来，新农合缴费标准不断提高，２０２０年的个人缴费标准已经增长
到了每人每年２８０元，同时配套的财政补助高达每人每年５５０元。考虑到财政收支压力，
针对新农合的财政补助很难持续大幅增长，今后政府要继续将新农合参合率维持在较高
水平，恐怕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国务院于２００９年启动新农保试点，首批试点选取了３２０个县。４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国务

院发布了第二批试点县名单，共４５０个；２０１１年新增了１　０７６个试点县；截至２０１２年８
月，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都启动了新农保试点。按照新农保试点指导意见的规定，新农
保在养老金待遇上，实行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基础养老金由政
府支付，试点启动时设定的标准为每人每月５５元。对于待遇领取条件，规定参保人年
满６０周岁后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实施时，已年满６０周岁的，可以不用缴费直
接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在参保缴费方面，新农保
同新农合类似，也采取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方式。根据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调
查数据，以及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调查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试点地区４５岁及以上
农村人口中，参加新农保的人口比例分别为３６．１２％、５１．８４％、６２．１２％和６８．０１％。新
农保缴费分为按年度缴费和一次性缴费，根据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１年数据所做计算显示，

４５—６０岁人口中，按年度缴费人口的平均缴费额为２００元，中位数为１００元；一次性缴
费人口的平均补缴金额为１０　０００元，中位数为６　５００元。新农保养老金领取人口养老金
收入的均值为每月９０元，中位数为每月６０元。

（二）相关研究

新农合和新农保试点自启动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陆续有大量研究考察
了它们对农村家庭和个体收入、消费、劳动供给、健康、生活满意度等许多方面的影
响。在针对新农合政策影响的研究中，Ｌｅｉ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０９）、Ｗａｇｓｔａｆ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发
现新农合导致医疗服务利用显著增加，但是没有显著降低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对健康
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但是，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２）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２ 客观地讲，新农合在建立之初之所以确立了自愿参加的原则，是综合考虑了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历史和实际执行中
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开展新农合试点，只有尊重农民的选择，避免在政策执行中出现任务包干摊派和强迫缴费等现
象，才能建立起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信任。
３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
４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县均包括同属于县级行政区的县级市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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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ＨＬＳ）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马双等 （２０１０）
发现新农合导致农村家庭显著改善了消费结构。与马双等 （２０１０）的发现一致，白重恩
等 （２０１２）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ＤＩＤ方法，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
支出。除了对健康和消费等福利指标的关注外，王天宇和彭晓博 （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新
农合通过提供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在针对新农保政策影响的研究中，陈华帅和曾毅 （２０１３）、程令国等 （２０１３）、张川

川和陈斌开 （２０１４）检验了新农保作为一项类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对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出
作用。张川川等 （２０１４）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新农保试点对农村家庭和个人收入、消费、
贫困、劳动供给、健康、生活满意度等一系列指标的影响，发现新农保试点显著提高了
家庭收入，降低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降低了老年人口的劳动
供给，改善了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ａ）针对高龄老人的研究也表明，
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改善了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和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ｂ）的研究显示，新农保还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口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概率。除了
对生活状况和健康福利的考察外，张川川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显示，新农保试点的推行通
过减弱农村老年人口对 “养儿防老”的依赖，显著降低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项最新
发表的研究中，马超等 （２０２１）指出，新农保能够通过提高养老金领取人口的家庭收入
显著降低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即显著降低家庭医疗负担。
从现有文献看，针对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研究集中于评估其对某一个或多个行为指标

或福利指标的影响，只有少数研究分析了影响新农合 （李燕凌和李立清，２００９；张川川
和胡志成，２０１６）或新农保 （常芳等，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参与决策的因素。但是，
这些研究大都没有妥善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上述研究也都没有注意到不
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马超等 （２０２１）的研究注意到了新农保政策的实施降低
了家庭医疗支出负担，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考察家庭的医疗保险需求是否会因医疗支出负担
的降低而有所改变。本文首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养老保险可能会挤出医疗保险，并从经验
上对此进行了验证。

三、理 论 框 架

本部分从理论上分析新农保对新农合参合决策的影响，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
支撑。５从根本上讲，新农保对新农合参合决策的影响通过家庭收入起作用：对于６０岁及
以上的养老金领取人口来说，新农保会增加其当前收入；而对于６０岁以下的养老金缴
费人口来说，新农保会降低其当前收入。进一步地，这会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家庭参
与新农合的意愿。对于养老金领取人口来说，一方面，收入上升可以提高家庭总预算，
使其更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从而增加医疗保险的需求，即通常意义上的 “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家庭收入的上升也会显著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从而减少对医疗保险的
需求，本文称为 “健康效应”。除了上述两个主要效应外，由于新农保为养老金领取人
口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增长，提高了个体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样会影响到购买医疗保

５ 篇幅所限，本部分仅阐述理论模型背后的思想，模型推导过程请参见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
ｐｋｕ．ｅｄｕ．ｃｎ）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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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意愿，本文称为 “风险效应”。上述三种效应的作用方向不同，因此，新农保会导
致医疗保险需求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三种效应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有待通过实证分析
加以检验。类似地，对于６０岁以下的新农保缴费人口而言，缴费导致的收入下降同样
会通过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作用于新农合参合决策。
由于年龄在６０岁及以上的养老金领取人口和年龄在６０岁以下的缴费人口在收入水

平、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以预期三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在两个群体中会存在显
著不同。例如，相对于更为年轻的缴费人口，养老金领取人口的健康状况普遍更差，也
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冲击，可能存在更强的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接下来，我们利用新
农保全国试点的政策冲击，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数据，从经验上检验养老保
险对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

四、数　　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调查和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调查。６

ＣＦＰＳ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ＩＳＳＳ）实施的一项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
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
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数据为目标的重大社会科学项目。ＣＦＰＳ每两年开展一次，２０１０年
为全国基线调查，样本包括了２５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１６２个县级行政区的１４　６０７
户家庭和３３　５９６名１６岁及以上的成年受访者。２０１２年调查为２０１０年全国基线调查的第
一次追踪调查，样本包括了１３　２８１户家庭和３５　７１３名１６岁及以上的成年受访者。

ＣＨＡＲＬＳ同ＣＦＰＳ类似，也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开展的调查项目，
该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４５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
以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ＣＨＡＲＬＳ调查也包括个体、
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
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利用、养老金、收入、消费和社区情况等。ＣＨＡＲＬＳ于２０１１年开
展了全国基线调查，样本覆盖了分布在全国２８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１５０个县级行政
区的１０　２５７户家庭，共１８　２４５个个体受访者。ＣＨＡＲＬＳ于２０１３年开展了第一次追踪访
问，样本覆盖了１０　９７９户家庭，１９　６６６个人。
由于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在调查方法、抽样设计、问卷内容、变量定义等方面存在

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本文将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合并在一起使用，这一方面能够增大
样本的代表性，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利用了新农保试点的
开展在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有助于提高估计的精确性。两个不同来源的数据
库合并在一起，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两套数据的抽样设计不同，ＣＦＰＳ代表全
年龄段人口，而ＣＨＡＲＬＳ旨在代表４５岁及以上中国人口，合并后的数据可能无法很好
地代表总体；第二，不同问卷对同类变量的定义也可能存在差异。我们比较了ＣＨＡＲＬＳ
和ＣＰＦＳ的问卷内容，本文实证分析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在两套数据中所采用的定义基本
是一致的。针对４５岁及以上人口抽样权重的差异，我们分别计算了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
样本数据中４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抽样地区４５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例，以此得到抽样权重，

６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ＣＦＰＳ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ｓｓ．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ｃｆｐ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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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加权最小二乘回归。这部分结果在论文附录Ｂ部分的表Ａ２、表Ａ３中做了报告。为
了更好地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也报告了单独使用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和ＣＦＰＳ数据
的估计结果，这部分结果见附录Ｂ部分的表Ａ４至表Ａ６。无论是进行加权估计，还是使
用两套数据库分别进行估计，我们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ＣＨＡＲＬＳ样本代表中国４５岁及以上住户人群，为了保持ＣＦＰＳ数据和ＣＨＡＲＬＳ数
据的一致，我们将分析所采用的样本统一限制到４５岁及以上受访者。此外，新农保和新
农合都只针对农村户籍人口，因此，本文主要实证分析使用的样本为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中
的农村户籍受访者。这部分样本共包含５０　１６６个个体受访者，其中，２３　５０９个来自ＣＦＰＳ，

２６　６５７个来自ＣＨＡＲＬＳ。附录Ｂ部分的表Ａ１按照受访者是否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 （６０
岁）和是否参加新农保分组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方法和模型设定

针对新农合参合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普通最小二

乘 （ＯＬＳ）方法或者采用Ｐｒｏｂｉｔ和Ｌｏｇｉｔ等离散选择模型，这类传统的估计方法没有考
虑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对模型参数的估计很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在采用 ＯＬＳ或
者离散选择模型估计新农保参保状况对新农合参合决策的影响时，内生性问题尤其严
重，而且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会倾向于使我们得出新农保参保对新农合参合具有正向影
响的错误结论。这是由于，一方面，新农保和新农合的参与决策受到许多共同因素的影
响，例如，教育、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风险偏好、家庭人口规模、地区制度特点等，
其中许多因素无法被观测或者无法在多元回归中准确地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新农
保和新农合同属于社会保障项目，两者在性质、功能和具体实施方案上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这些潜在的遗漏变量对新农保或新农合参与决策的作用方向必然是相同的，遗漏这
些变量会使我们错误得出新农保参保对新农合参合决策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
新农保试点是分批次逐步展开的，使我们能够采用项目评估研究中流行的ＤＩＤ方

法，较好地识别新农保试点政策对新农合参合决策的因果效应。７具体的，我们采用如下
模型设定：

ＮＣＭＳｉｃｔ＝β０＋β１ＮＲＰＳ＿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ｃｔ＋λｃ＋σｔ＋Ｘｉｃｔ＋εｉｃｔ， （１）

ＮＲＰＳ＿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ｃｔ＝α０＋α１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λｃ＋σｔ＋Ｘｉｃｔ＋ｕｉｃｔ， （２）

ＮＣＭＳｉｃｔ＝γ０＋γ１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λｃ＋σｔ＋Ｘｉｃｔ＋μｉｃｔ， （３）
其中，变量ＮＣＭＳｉｃｔ和ＮＲＰＳ＿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ｃｔ均为０－１变量，分别表示个体ｉ是否参加新农
合和新农保，取值１表示参加，否则为０；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表示ｃ县在ｔ年是否开展新农
保试点，取值１表示是，否则为０；λｃ和σｔ分别表示县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Ｘｉｃｔ为
一组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分性别的年龄固定效应和学历水平。我们使用方
程 （１）估计个体参加新农保对新农合参合的影响。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是否参加新
农保是内生的，方程 （１）的ＯＬＳ估计是有偏的。我们利用新农保政策冲击作为个人是
否参保的工具变量，方程 （２）为ＩＶ估计的第一阶段方程，用于估计地区新农保试点对
个体参保的影响决策。方程 （２）是标准的ＤＩＤ模型设定，在ＤＩＤ模型识别假设成立的

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９）对项目评估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做了系统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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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变量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是外生的，保证了方程 （１）ＩＶ估计的有效性。８我们使用方
程 （３）直接估计地区层面开展新农保试点对个体新农合参合概率的影响，这可以视作
新农保试点政策对新农合个体参合决策的简约式效应 （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９简约式效
应的估计不仅能够直接回答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新农合参合的总体影响，具有政策上的
含义；在方法论上，估计简约式效应也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简约式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比ＩＶ估计结果有效性所需要的假设更少：如果新农保试点政策的实施通过个
体参加新农保以外的因素影响新农合参合情况，即方程 （１）的ＩＶ估计不满足排他性约
束，对方程 （１）的ＩＶ估计是有偏的，但是只要方程 （２）ＤＩＤ估计的识别假定满足，
方程 （３）的简约式估计仍然是一致估计。

六、实 证 结 果

（一）新农保对医疗保险的挤出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按照新农保试点批次分组描述了各批次试点地区新
农保和新农合参合情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结果报告在图１中。图１（ａ）显示，新农保
各批次试点地区在新农保试点当年，受访人口参加新农保的比例出现了明显上升，例
如，第二批试点地区和第三批试点地区的新农保参保率分别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显著增加，这与新农保试点的实际开展情况是完全相符的。相对应的
是，图１（ｂ）显示，在各批次试点地区启动新农保试点的当年，当地受访者参加新农合
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这与论文的实证发现也是一致的。

图１　新农保各试点批次地区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的新农保和新农合参与率

注：数据基于ＣＨＡＲＬＳ和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８ 由于ＣＨＡＲＬＳ和ＣＦＰＳ均为个体层面的面板数据，除了采用ＤＩＤ－ＩＶ估计框架外，我们也可以采用ＦＥ－ＩＶ估计框
架，但由于ＦＥ的识别假设强于ＤＩＤ，且在个体层面进行ＦＥ估计会存在样本删失问题，我们没有采用ＦＥ－ＩＶ估计。
不过，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做了ＦＥ－ＩＶ估计，得到了相近的结果。
９ 方程 （２）和 （３）采用的是存在多个时期时的常用ＤＩＤ模型设定，广泛应用于考察渐进式政策冲击的影响，例
如，Ａｌｓａ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ｉｎ（２０１９）；Ｂｉ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 （２０１６）等研究。方程 （２）和 （３）中的变量
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定义了处理状态，其系数度量了新农保试点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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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再基于回归方程估计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新农合参与率的影响。根据论
文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无论是养老金缴费人口还是养老金领取人口，新农保均会通过
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影响新农合参与决策。但是，三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在这
两类群体中是有所不同的，并且各效应的相对强度也可能存在差异。有鉴于此，我们将
样本分为６０岁以下人口和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检验新农保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

表１Ａ部分报告了针对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估计结果，第 （１）列为针对新农保参保
和新农合参合之间关系的ＯＬＳ估计，显示两者高度正相关。第 （２）列报告了新农保试
点对个体参加新农保的影响，显示新农保试点当年，试点地区３５．６％的６０岁及以上农
村人口参加了新农保。第 （３）列报告了新农保试点对个体新农合参合的简约式影响，

结果显示，新农保试点的开展使当地６０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概率显著下降
了５．５％。第 （４）列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 （ＴＳＬＳ）得到的ＩＶ估计结果，显示个
体参加新农保导致参加新农合的概率显著降低了１５．４％。第 （５）列针对医疗保险参与
的ＴＳＬＳ估计结果显示，参加任意一项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降低了１０．２％，低于新农合
参合率的下降程度，再次表明有一部分新农保参保者从新农合转向了其他类型的医疗
保险。１０

这部分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养老金领取人口，新农保收入通过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对
医疗保险需求产生的负向影响，显著超过了收入增加对医疗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表１Ｂ
部分报告了针对６０岁以下人口的估计结果，从参数估计值的符号方向和数值大小来看，

６０岁以下人口中新农保对新农合的挤出效应同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类似，但是效果略小，

表明对于这一较为年轻的群体，收入效应可能占据了主导作用，而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
的作用较小。此外，对于６０岁以下人口，参加新农保对新农合的挤出效应同对参加任
意一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在挤出程度上几乎相等，表明６０岁以下的新农保参保人口
并没有在退出新农合后参加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

表１　新农保试点对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养老金领取人与缴费者的分组估计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医疗保险

（＝１，是）

普通最小

二乘估计

第一阶段

估计

简约式

估计

两阶段最小

二乘估计

两阶段最小

二乘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Ａ：年龄＞＝６０

是否参加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是否试点新农保 （＝１，是） ０．３５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

因变量样本均值 ０．８８４　 ０．３７７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４　 ０．９２１

１０ 农村居民参加的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主要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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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新农合

（＝１，是）

是否参加

医疗保险

（＝１，是）

普通最小

二乘估计

第一阶段

估计

简约式

估计

两阶段最小

二乘估计

两阶段最小

二乘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 — ７３．８６　 ７３．８６

观测值 ２１　２７０　 ２１　２７１　 ２１　３８３　 ２１　２７５　 ２１　２７５

Ｒ２ ０．１４２　 ０．４２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８

Ｂ：年龄＜６０

是否参加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是否试点新农保 （＝１，是） ０．３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因变量样本均值 ０．８９３　 ０．４１９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３　 ０．９２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 — ９５．０５　 ９５．０５

观测值 ２８　７４９　 ２８　７５２　 ２８　９０７　 ２８　７５３　 ２８　７５３

Ｒ２ ０．１６４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３

　　注：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受访者性别，以及分性别的年龄固定效应和学历水平。括

号中为县区层面的聚类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二）机制检验

基于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是新农保影响医疗

保险需求的三个可能的途径，新农保对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取决于三类效应加总后的净

效应。在上述三类效应中，收入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领取养老金和缴纳保险费会分别导

致当期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和减少，我们没有必要再通过回归分析进行检验。风险效应

和收入效应都由家庭收入变动直接决定，我们无法通过经验分析直接将两者进行分离。

理论上，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风险效应越强，如果能够准确度量个体风险厌恶程

度，也能够近似地检验风险效应是否发挥了显著作用。遗憾的是，ＣＨＡＲＬＳ和ＣＦＰＳ数

据均没有提供有关个体风险厌恶的信息，我们无法从经验上检验风险效应。综上，我们

将机制检验的重点放在对健康效应的验证上。

健康效应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新农保所导致的收入变动对个体健康状况

的实际影响。以往针对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研究已经较为一致地发现，新农保试点显著改

善了养老金领取人口的健康状况 （张川川等，２０１４）。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数据和方法有

所不同，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我们接下来使用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的汇总数据重

新估计新农保试点对农村人口健康的影响。表２Ａ部分报告了新农保对养老金领取人口

各类健康指标的影响。根据ＣＦＰＳ和ＣＨＡＲＬＳ数据所包含的健康信息，我们采用了三

个健康经济学文献中常用的健康指标：自评健康、日常活动能力、体重。自评健康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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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和其他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通常被用来衡量个体的整体健康状况，是

文献中最常用的健康状况测量指标之一 （Ｉ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ｙａｍｉｎｉ，１９９７）。日常活动能力指

标是根据相对标准化的健康量表构建的，反映了身体机能的整体健康程度。在调查中，

调查员针对一系列日常活动，例如穿衣服、吃饭、短距离走动等，询问受访者在自行从

事上述活动时是否存在困难或需要他人提供帮助，我们将在任意一项活动中存在困难或

需要他人提供帮助的受访者定义为存在日常活动能力障碍，用变量ｄｉｓａｂｌｅ表示。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我们将ＢＭＩ（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等于身高 （ｃｍ）除以体重 （ｋｇ）的

平方）低于１８．５的个体定义为体重偏低。成年人体重偏低，反映出存在比较严重的营养不

良或骨质疏松，通常也会引起其他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Ｄｉ　Ａｎｇｅ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针对亚洲、澳洲、欧洲和北美人口所做的分析显示，ＢＭＩ偏低时死亡率有明显的上升。

表２Ａ部分第 （１）、（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农保试点和养老金收入导致自评健康为

差的概率有所下降，不过在统计上不显著。第 （３）、（４）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农保试

点的开展和领取养老金收入使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日常活动中存在障碍的概率显著

下降了４．４％和１２．５％。第 （５）、（６）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农保试点的开展和领取养老

金收入使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体重过低的概率显著下降了１．８％和４．９％。为了增强健

康指标的代表性和增大估计的效率，我们参照Ｐｏｔｅｒｂ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做法，通过对三

个健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一个综合性健康得分变量，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ｏｒｅ，分值越高健

康状况越差。第 （７）、（８）列报告了新农保试点和个体参加新农保对健康得分变量的影

响，结果显示新农保显著改善了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表２Ｂ部分报告了新

农保对６０岁以下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显示新农保对６０岁以下人口的健康状况没有统

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与表１的实证发现是一致的，即对于新农保缴费人口，新农保缴费

没有显著降低参保人健康状况，健康效应这一渠道实际上没有发挥显著作用，新农保主

要通过收入效应挤出了新农合。严格来讲，健康效应的存在除了取决于养老金收入是否

显著改善健康状况外，还依赖于健康状况对医疗保险需求存在影响。由于无法妥善地处

理健康状况的内生性，我们没有直接估计健康状况对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在经验分析

层面，我们目前给出的机制检验是不完整和不完全的。但是，健康状况会影响医疗保险

需求这一判断在文献中较少存在争议，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参与存在逆向选择，即

健康状况越差的个体，越倾向于购买医疗保险 （Ｂｒ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Ｃｕ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

２０００），现有的针对中国新农合政策的研究也有一致的发现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８）。１１综合考虑理论分析和现有的经验证据，我们认为健康效应的存在应

该是比较可信的。

１１ 收入效应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尽管领取养老金和缴纳保险费会分别增加和减少当期收入，但是收入效应在实际中
是否发挥了作用还取决于医疗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由于无法妥善地处理收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直
接从经验上估计收入对医疗保险需求是否存在因果效应。尽管如此，根据外审专家的建议，我们仍然基于ＯＬＳ多元
回归估计了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与新农合参合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越高的个体参加新农合的概率越高。
考虑到这一估计结果并不严谨，我们没有在论文中报告。从现有文献来看，许多研究都支持家庭收入对购买或参加
医疗保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论断 （Ｂａｓａｚ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Ｊｕｔｔｉｎｇ，２００３；Ｌｉｕ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０２；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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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农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自评健康差

（＝１，是）

是否有日常活动能力

障碍 （＝１，是）

是否体重过低

（＝１，是）
健康分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年龄＞＝６０

是否参加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３２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０）

是否试点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２）

观测值 ２１　１６９　 ２１　０５４　 ２１　４８７　 ２１　３７４　 １７　８５３　 １７　７８５　 １６　３２１　 １６　２６８

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２３５　 ０．２２２

Ｂ：年龄＜６０

是否参加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２）

是否试点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观测值 ２８　６４２　 ２８　４８２　 ２８　８９６　 ２８　７４５　 ２４　６０５　 ２４　５３２　 ２３　８６９　 ２３　８０５

Ｒ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２

　　注：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受访者性别，以及分性别的年龄固定效应和学历水平。括

号中为县层面的聚类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三）ＤＩＤ识别假设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的有效性取决于方程 （２）、（３）中的变量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ｃｔ是否外生，即
是否与误差项相关。这取决于新农保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农村人口在没有新农保试
点的情况下，他们参与医疗保险的情况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是否相似。理论上，我们可以
使用没有政策发生时的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在本文的研究背景下，有
两种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第一，由于新农保试点只针对农村户籍人口，我们可以使用
城镇户籍人口作为控制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在城镇户籍人口中，大约２６％参加了非强
制型医疗保险，例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其中２２％参加的是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该保险项目与新农合在政策设计方面非常相似。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城镇户籍
人口也面临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的自主决策问题。如果本文ＤＩＤ模型中的处理状态变量

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与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相关，导致我们所识别的政策
效果只是由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那么，对于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城镇户籍人口，
由于同样受到这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将在回归分析中发现ＮＲＰＳ＿Ｐｉｌｏｔ （代
表的是不可观测因素）与个体医疗保险需求显著相关。反之，当不存在地区层面影响医
疗保险参与的遗漏变量时，是否被选为新农保试点县应当不会影响城镇人口的医疗保险
需求。使用城镇人口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的优点在于我们所考察的样本期和基准分析是
相同的，局限性在于城镇人口参加的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在参保缴费方式和保障力度方面
有所不同，降低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可比性。第二，作为ＤＩＤ识别假定的一个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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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检验方式，我们可以使用新农保试点启动之前的样本，检验不同地区农村人口在
新农合参合率的时间变化趋势上是否有明显差异，这个检验的局限性在于我们所考察的
时间趋势是在新农保试点发生之前，我们只是用新农保试点发生之前的趋势去推断新农
保试点期间的反事实趋势。
作为对本文实证结论有效性的检验，我们首先使用城镇户籍人口样本进行安慰剂检

验。表３报告了使用城镇户籍人口样本所做的估计，所基于的计量模型设定同方程 （３）。
表３第 （１）列使用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样本进行估计，第 （２）列使用４５—５９岁人口样本
进行估计。第 （１）、（２）列的估计结果均显示，新农保试点的开展对试点地区城镇户籍
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与决策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支持了本文的ＤＩＤ估计方法的有效
性，说明表１报告的新农保对新农合的挤出效应不大可能源于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
可观测因素。１２

表３　安慰剂检验：新农保试点与城市户籍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与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１，是）

　年龄＞＝６０岁 　年龄＜６０岁

（１） （２）

是否试点新农保 （＝１，是）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２）

观测值 ８　４６７　 ９　８０６

Ｒ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４

　　注：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受访者性别，以及分性别的年龄固定效应和学历水平。括

号中为县层面的聚类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由于数据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采用方程 （３）的设定对新农保试点前ＮＣＭＳ
参与情况的时间趋势进行检验。作为替代方案，我们使用县统计年鉴数据，考察试点地
区和非试点地区的主要社会经济变量是否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如果两类地区的主要社
会经济变量的时间趋势相同，那么方程 （２）、（３）的ＯＬＳ估计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
性就很小。我们采用如下的模型设定检验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县级社会经济变量在新农保
各批次试点县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

Ｙｃｔ＝α＋ｋ∈｛２，３，４｝ｊ∈｛２００１，…，２００９｝βｋｊ（ｗａｖｅｋ×ｙｅａｒｊ）＋λｃ＋σｔ＋ｕｃｔ， （４）

其中，因变量Ｙ 为各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支出、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以及医院、
卫生院床位数等。ｗａｖｅｋ和ｙｅａｒｊ为０－１变量，分别表示是否为第ｋ批试点县和是否为第

ｊ年数据，下脚标ｋ∈｛２，３，４｝，分别表示第２、３、４批新农保试点县，ｊ∈｛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表示数据年份，第１批试点县和２０００年分别为参照组。我们使用Ｆ 检验检验交
互项系数βｋｊ的联合显著性，如果我们不能拒绝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则可以认为，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上述宏观经济变量在不同批次试点县的变化趋势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表４报

１２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状态根据是否参加任意类型的医疗保险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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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对应各个因变量的Ｆ 检验的Ｆ 统计量和Ｐ 值。１３表４结果显示，各社会经济变量在
新农保试点启动前的十年间，在各批次试点县的时间趋势都没有表现出统计上显著的
差异。１４

表４　县级社会经济变量共同趋势检验

ＧＤＰ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

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医院、卫生院

床位数

Ｆ 统计量 ０．０７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１３

Ｐ 值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表中包括的为方程 （４）交互项系数估计值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

七、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有研究针对社会保障各政策项目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效果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

析，但是却没有注意到社会保障各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首次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各
项目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指出了新农保影响医疗保险参与的三
个可能的机制：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和ＤＩＤ估计方法，
本文从经验上检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新农保
试点的开展对新农合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对于６０岁及以上的养老
金领取人口，新农保主要通过健康效应降低了医疗保险需求；对于６０岁以下的缴费人
口，参加新农保对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新农保主要通过收入效应降低了医疗保险
需求。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明确各

政策项目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存在政策效果的溢出，这会影响到各类社会保障
项目的实际政策效果，在政策效果评估类研究中应当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和做出全面的
考虑。第二，社会保障各项目之间如果存在严重的挤出，会损害政策效果。例如，社会
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显著挤出，会导致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下降，从而降低医疗保险的
风险分担作用。如果退保中的自选择行为与参保人健康状况有关，还可能加剧医疗保险
参与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意味着在设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时，需要通过适当降低参保
缴费上的灵活性避免出现过度退保。对于新农合而言，可以适当延长新农合的保险等待
期、要求连续参保缴费或者将自愿参与改为强制参与。
本文虽然在研究内容上首次提出和检验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但

是受研究主题和篇幅所限，并没有全面考察我国现有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
用，对挤出效应产生机制的检验也不全面。首先，论文只是结合理论分析和现有数据条
件下的实证检验讨论了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等作用机制，没有深入考虑包括

１３ 由于方程 （４）估计系数非常多，且系数本身并非本文所关心的，因此仅报告了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
１４ 实际上，由于各社会经济变量在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的时间趋势，我们在估计新农保对医
疗保险的挤出效应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方程也没有对估计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这部分变量的缺
失太多，加入方程后会显著降低有效样本量，我们没有在基准回归中控制这些地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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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等因素在内的其他作用渠道。其次，本文针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建
立在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新农保试点启动后政府行为的改
变可能也会导致新农合参合率下降。举例而言，相对于新农合，新农保是一项新的社保
政策，基层政府在推动政策落地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考核压力，从而使更多的行政资源
从新农合转向了新农保，在推动新农保参与率提升的同时导致了新农合参与率的下降。
由于缺乏政府在两类项目上的行政资源投入数据，我们无法从经验上对该机制进行检
验。最后，除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外，在全国层面或者个别地区，还实施有最低
生活保障、高龄老人津贴、土地养老保险等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必要在未来的
研究中就各类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背后机制逐一进行严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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